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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中文公文中的語言問題

盛炎＊

在第四屆現代應用文國際研討會上，筆者宣讀了題為《港澳地區公文

中的語言問題》的論文。筆者有一個基本的觀點，就是所謂公文問題，說

到底是個語言問題；公文訓練主要是語言訓練。一年來，又接觸到了不少

公文和一些有關的資料，有了進一步的思考，覺得有必要在原來文章的基

礎上，再做點簡要的補充說明。筆者高興地看到，澳門已經回歸祖國，治

權問題已經圓滿解決。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公文的改革，行政暨公職局和澳

門理工學院密切合作，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公文正在不斷地改進。當

然，不可諱言，過去遺留下來的一些老問題（主要是語言翻譯問題）還有

待進一步解決。不過，這些問題一定會很好地解決，而且解決的速度也會

比預料的要快。

一 、中文公文的語體風格

＊澳門理工學院

1 ．如果說，語言是民族的，那麼語體就是全人類的，因為語體是從語

言功能的角度去劃分的，而人類語言的語體有其共性。過去，筆者曾說

過，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在語域（regi s t er，也就是語體）使

用的範圍和層次上略有不同，如英國人和美國人就是這樣，但這並不影響

語體的全人類性。因此，美國語言學者鳩斯（Mart i ns Joos，1 967）有關語體

的定義和類別劃分，對人類語言語體的研究，仍有權威性。按筆者的理

解，鳩斯的基本思想是：語言的語體有非正式、正式兩個端點，非正式的

端點最低，正式的端點最高。從非正式到正式，即由低到高，中間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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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的連續體。至於鳩斯的語體分類，並不是最後的定論，還是可以進一

步研究的。公文自然使用正式語體，但在正式語體中，也有一個層次問

題。有的公文書卷意味濃一些，有的淡一些，這應該是允許的。比如，著

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的文章用的自然是書面語，但他的書面語比較接近

口語。我的老師王還教授也是這樣。有的語言學家寫的文章，書卷意味很

濃，跟口語差別較大，但也是很正式、很標準的書面語。這兩種書面語都

值得我們學習。

2．書面語與口語的劃分是有客觀標準的，仍不過時，這同功能語言學

的理論並不矛盾。功能語言學很重視語言情境，包括溝通的環境、對象、

方式和工具等，書面語與口語的不同，其主要原因在於溝通的方式和工具

的不同。書面語是口語的加工形式，因而比口語更高。書面語在語法結構

和用詞上都有它的特點，例如句子比較長，附加成分比較多，結構比較嚴

謹，使用大量的書面語詞語，包括一些習慣用語。寫在書上的話不一定都

是書面語，也可能是口語，如文學作品中的對話，但不能以此為理由來否

定區分書面語與口語的必要性，否則就有點形而上學或鑽牛角尖兒了。公

文語言應為莊重、規範的書面語，而不是一般的口語。有些地區的有些公

函過於口語化，看起來覺得不太正式。這也是應該改進的。

3．兩岸四地、世界華人社區的中文公文皆趨向於白話文（也叫語體

文）。這裏的所謂“白話”，就是以普通話（國語、華語）為基礎的書面

語。臺灣公文一向以淺近的文言文為主，但是也有白話文，這要看公文對

象。筆者發現，有些寫給基層民間團體的公文，用的完全是白話。總的來

說，臺灣近年來也在改革，正朝著白話文的方向發展（見1 985年《文書處

理手冊》），雖然還沒有正式公佈過。因此，在兩岸四地和世界華人社區提

倡白話公文是完全有基礎的，也是合乎時代潮流的。

4．為適應現代國際化社會的需要，應提倡白話文，不提倡文言文。公

文中可吸收現在還活著的文言成分，但要避免使用生僻難懂的古詞語和典

故。“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是成功的，功不可沒。但那時一概拒絕

吸收有生命力的文言詞語，那是絕對化了。適當地使用一些文言詞語和表

達方式，可以增強公文的莊重意味和文采。不過，在吸收文言詞語時，要

注意文采與實用性的結合和語體風格的統一，防止文、白混雜，半文不

白。半文不白的語體風格不宜提倡。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曾經舉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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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說有一個學生用文言給他寫信，可能是因為他寫過三本《古代語》

教材。他說，現代的活人完全沒有必要再用死了的語言寫信了，況且那個

學生的文言水平並不怎麼高。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也說過：甚麼是文

言？文言就是讀出來聽不懂的話。可見，他也不提倡用文言寫作。當然，

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給一些有相當古文基礎的學者寫信，使用文言

也是允許的。這叫做“大集體小自由” 。

二 、港澳中文公文中的語言問題

1．港澳語言背景：港澳語言的共同特點是多元化。如果說香港是“兩文

三語”，那麼澳門則是“三文四語”。港澳地區還有一個“一國兩字”的問

題。“一國兩字”的提法雖不太科學，（因為繁、簡兩種字體都屬於同一種

文字體系，）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實情況。分析港澳的語言問題，

不能脫離這個大的語言環境。

2．本澳有人說，有些公文中的中文是“葡式中文”。還有人說，有些公

文是“四不像”公文。據筆者分析，中文公文主要受以下諸因素的影響：

（1 ）受外語（包括英語和葡語等）的影響，如“他很自我”，“他很中國”；

（2）受方言影響，如“訪客揚聲”；（3）受文言影響，如“恭候大駕光臨，

曷勝榮寵之” ；（4）當然普通話是最基本的；（5）有時幾種影響同時存

在，如“落車請由後門”，“是日例假”。在這種環境裏，人人都會受影

響，連學者也不例外。筆者也有親身感受。例如，我們學校的老師來自全

世界各地，筆者批文件給他們，要用中文、葡文和英文，有時把三種語言

混在一起，連秘書看了都發笑。只看到一種因素的影響，或只看到一種因

素的負面影響，都是不全面的。搞翻譯的人不容易看到外語的負面影響，

操廣州話的單語人不容易看到方言的負面影響，把廣州話當成普通話。所

以，筆者建議，我們語文工作者應該各自注意克服自己的弱點。

3．如何看待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1 ）當代語言運用的總趨勢是由單

語到雙語、多語。“不會開車等於沒有腿，不會外語等於沒有嘴。”在境

外學習或工作的人都有這種親身體會。地球越來越小，人們的交往越來越

多，只會一種語言怎麼能行？不少學者都認識到，語言是了解各國人民的

重要工具，最好至少掌握三種語言，而且掌握得越早越好。（2）應用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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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發展趨勢是使用範圍國際化、語言表達“雙語化”、書寫技術現代

化；（3）外語和方言是豐富民族共同語的源泉。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很

自然的事情，而且正面影響大於負面影響。因此要用雙語的觀點實事求

是、一分為二地分析語言中存在的問題；（4）雙語往往是開放的標誌，而

單語往往是封閉的象徵。單語思想有各種表現，其危害也是很大的。有單

語思想的人一般都是單語人，但單語人不一定都有單語思想。單語思想嚴

重的人一聽到誰講外語就罵他：“唐人講鬼話！”“假洋鬼子放洋屁！”甚

至懷疑他“以夷變夏”等等。如果在明清時代，有這種思想，那倒不奇

怪，因為連乾隆皇帝這樣開明、有學問的君主都有這種門戶之見。但如果

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身為語言學者的我們而還有這種思想，那就千奇百

怪了。單語思想很容易使人們誤入自我封閉、排斥異己的歧途。因此在任

何情況下，我們堅決反對單語思想，但萬萬不可反對雙語的大趨勢，不可

把社會雙語與個人雙語對立起來，當然也不可把雙語絕對化，不適當地推

行所謂“對等”原則；（5）語言學發展很快，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

而且越變越複雜。因此，語言學者要緊跟時代的腳步，不斷地提高理論修

養，以理論指導實踐，不可感情用事。還要防止思想僵化，知識老化。單

靠一種語言學理論（例如早期的傳統語言學或是結構語言學）不能很好地

解決語言中的許多問題。過去，人們總想把某一個學科從其他學科中分離

出來；而如今，人們意識到要把某一個學科同其他學科結合起來，以求多

學科地解決某一個問題。於是，雜交學科（如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

數理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等）便應運而生。所謂“專家專家，井底之蛙”的

說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我們要學會多角度地分析問題，防止片

面性。三十多年前，筆者曾在一本英文課本裏看到一個故事，大意是：有

兩個朋友在一起喝酒，喝了半瓶。其中一個悲觀主義者說：“唉，半瓶沒有

了！”但是另一個樂觀主義者卻說：“嘿，還有半瓶！”筆者建議，在澳

門回歸的今天，澳門人自己管治澳門，我們應該多從正面看問題，向前

看，多提些合理化建議。同時，培養一種從我做起的好思想，筆者經常捫

心自問：“作為一個語文工作者，我為解決澳門的語言問題作了些甚麼？”

4．書面語寫作水平的提高是長期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提高全澳

居民的中文水平，是二十一世紀語文教學面臨的艱巨任務。因此，要有耐

心和毅力，制定短期、中期和長期的計劃。立法會主席曹其真女士在談到

法律語言時說道，法律的翻譯應該首先讓人看懂，然後再談雙語立法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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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她的話很有道理。澳葡當局時期，一般公文產生的過程是這樣的：先

由葡國人用葡文起草，然後由譯員由葡文翻譯成中文，最後由文案對中文

進行加工、潤色。葡國起草人和中國文案大都是單語人。而譯員多是土生

公務員，雖說他們是天生的雙語人，但其兩種語言能力是不平衡的，也是

不完善的，需要進一步培養。因此，那時公文的語言水平可想而知。用雙

語起草公文，也要有一個過程，急不得，罵也解決不了問題。筆者過去也

曾批評過中葡翻譯中的一些問題（如有的中文譯文連我這個中文教師都很

難看懂）。後來當了語言翻譯學校的校長，知道這個學校有上百年的歷

史，差不多所有的政府譯員都是這個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水平有待進一

步提高，校長首先要負責任。譯員面對社會上的批評，也大吐苦水，覺得

翻譯難做。在這種情況下，唯一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下大氣力，提高教學

質量，培養高水平的高級譯員。同時，鼓勵現有譯員積極參加在職進修。

用雙語起草公文，其關鍵在於發揮高級雙語譯員的作用。試設想一下，如

果兩個人都是單語人，哪怕都是精英，如何合作起草一個地道的、內容相

同的雙語公文！？如果我們從正面看問題，就不難發現，澳門回歸以後，

政府用中文起草的公文多起來，其中文水平也在不斷地提高，這是一個不

爭的事實。但同時又發現一種新情況，即葡國公務員反映，有些中文公文

的葡語譯文看起來比較吃力，大概有點“中式葡文”的味道吧。有時，既

有中國人又有葡國人的機構只收到中文公文，原因是時間緊迫，來不及翻

譯成葡文，這也給工作造成了新的不便。筆者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吸取

1 991 年1 2月26日葡國部長會議通過確定中文在澳門享有官方地位的法令

之前澳葡當局長期執行單語政策（即只承認葡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的教

訓，建立科學的雙語公文體制。不過，何時使用中文公文，何時使用葡

文公文，又何時使用中葡雙語公文或中葡英三語公文，這要看社會上的

實際需要。

筆者堅信，在特區政府的領導下，我們一定會逐步解決澳葡當局時期

出現的語言翻譯問題，也一定會避免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重犯過

去的錯誤。筆者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堅信中文公文的問題一定

會圓滿解決，而且解決的速度會比人們預料的要快，因為特區政府的主要

官員都是本地人，我們已有多方面的經驗。現在政府、民間的積極性都調

動起來了，正在進行紥紥實實的工作。長期以來，澳門理工學院和行政暨

公職局密切合作，公務員的中文和普通話培訓已進行了十多年，而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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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公文寫作訓練也進行了兩年，並且還在繼續。行政暨公職局編寫了

《中文公文寫作手冊》（試用本），正在廣泛地徵求意見，得到了專家們的

肯定（見張佐邦教授的評論）。李向玉教授主編的澳門第一本《中文公文寫

作教程》已由理工和公職局聯合出版，得到了專家們的好評（見《第五屆現

代應用文國際研討會紀要》）。由理工和公職局主辦、澳門寫作學會和澳門

公務華員職工會協辦的第五屆現代應用文國際研討會研討的重點是公文寫

作的理論與實踐。這是一次學術層次頗高的大型國際研討會，它具有重大

的現實意義，其影響將是深遠的。與會的學者和代表對此次研討會給予了

充分的肯定，對澳門公文改革的前景充滿了信心。內地知名學者于成鯤教

授、余國瑞教授和柳宏副教授等還特別向特區政府提交了改進澳門行政公

文的書面建議（詳見《關於建立澳門行政公文體系的思考和建議》）。本澳

工作在第一線的語文工作者也寫了不少論文，他們最能體會公文寫作中的

甘苦，所以他們的論文針對性強，操作性高，能解決實際問題。讀他們的

論文很解渴，一點沒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三 、不同地區和國家中文公文之間的關係

不同地區和國家中文公文之間的關係如何正確地處理，涉及到的問題

比較多，這裏只談跟語言有關的幾個問題：

1 ．各地中文公文本是同根生，因而大同小異。我們既不能誇大也不

能縮小這種差異。不同地區和國家中文公文來往的最高原則是“有效地溝

通”。不同地區和國家在公文來往中要互相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

共同進步。未來的整合應是水到渠成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周清海教授

在他的論文中提出建立中文公文的國際化標準，以滿足全球華人的需要，

這是一個很有遠見的設想，但要從長計議。

2．在不違背“有效地溝通”的前提下，各地區可適當保留自己的特點，

如稱呼、起始語、結束語、語體風格等。大家知道，中國政府給臺灣當局

的一些公文，就有意識地使用當地民眾比較熟悉的語體風格。港澳地區實

施“一國兩制”的國策，語言政策由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自己制定，不必

照搬內地的語言政策。例如，內地要求中國公民“講普通話，寫規範字（即

簡化字）。“如果語文工作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在大街上發現有繁體字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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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就讓店主立即取下來，否則就罰款。澳門要不要現在就這樣做？當

然不可行。如果特區政府以後向中央政府屬下的有關部門提出要求，他

們會盡量協助的。

3．各地的中文公文正在進行改革。澳門正在貫徹“固本培元，穩健發

展”的施政總方針，這種精神對公文的改革也不無啟發。筆者個人認為，

雖然漢字豎寫的歷史比較長，但我們要提倡自左向右的書寫方式，以便中

文公文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使用雙語或多語格式，這樣也便於中文走向世

界，吸收所需要的外來語成分。根據公文對象而決定使用繁、簡字體。記

得筆者曾在臺灣報紙上看到一個政治笑話，說鄧小平看臺灣報紙總是點

頭，因為漢字是自上而下豎排的，而看大陸的報紙總是搖頭，因為漢字是

自左而右橫排的。這只是笑話而已，不足為據。在雙語、多語環境中，科

學的雙語公文格式具體應該是怎樣的，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大問

題。中文公文和外文公文各有千秋，可以相互取長補短，新加坡的中文公

文就得益於英文公文。筆者個人認為，遇有雙語公文最好分開書寫，一般

不採用隔行對照的直譯方式，以免相互干擾和不倫不類的情況產生。

最後，筆者衷心希望，有關公文中的語言問題是學術問題，而學術問

題要用討論的方法去解決。筆者向來提倡營造一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

學術氣氛，讓各種不同的學術意見自由地發表出來。在一個民主社會裏，

如果只有一種意見，那是很不正常的，也是很可悲的。另外，筆者認為，

要特別注意把學術問題同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今年三月，筆者曾經寫

過一篇文章，紀念高名凱教授誕生八十八週年，目的是讓大家不要忘記過

去，吸取用生命換來的歷史教訓。在高先生所處的年代，有一種很不好的

風氣，就是有些人常常把學術問題同政治問題混在一起，無限上綱，對一

些持不同意見的學者“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高先生就是因學術觀

點不同而吃盡了苦頭，不幸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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